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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淮河：一位工程师的生命史研究
刘 平・孙 玉杰
摘要：淮河治理是新中国推动实施的第一项大规模水利事业，学术界对于淮河与治淮的研
究多集中于灾害、生态与水利工程建设的层面，缺少对于作为一项社会运动的治淮工程之
实施过程的细致梳理，更为缺少的是对于参与治淮者个体的关注。本文以治淮工程师郑世
莘的曲折人生为视角，考察伴随新中国艰难历程走来的治淮人的命运，并从中观察治淮工
程理念的历史变迁，或可对于今天科学地治理淮河、促进淮河流域文明的良性发展提供一
定的参考，同时，我们还将深入探究那个时代不间断地出现的政治运动与治淮工程的纠
葛，展现一位身处其中的知识分子的生命历程与家国情怀。
关键词：淮河；治淮；郑世莘；工程师；右派
　　历史上，淮河是中国一条著名的灾害之河，淮河治理是新中国推动实施的第一项大规模水利事业。安
徽省的治淮，始于1950年—当年淮河发生大水灾，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0月发布《关于治理淮河的决
定》，11月成立治淮委员会。次年，毛泽东主席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迅速把治淮推向高潮。
从那以后60来年的时间里，仅在安徽，就“兴建了大别山区佛子岭、梅山等五大水库，开辟了濛洼、唐垛
湖等22处沿淮行蓄洪区，加高加固了淮河2700公里堤防，整治了干支流河道，开挖了茨淮新河、新汴河等
人工新河，建设了一大批闸站和水库，防汛抗旱减灾的功能日趋增强”。1）至今，安徽等省的治淮工程仍在
继续。2）
　　在治淮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治淮所带来的负面因素与相关问题，尤其是生态破坏问
题，3）拿治淮工程首倡地区的皖北地区来说，该地为治淮工程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付出了巨大牺牲。4）同时，
治淮不仅仅是一个“水利工程”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对这样一场规模甚大的社
会运动，以往研究多集中在水利建设层面，少有对其作为一场社会运动实施过程的细致梳理”。5）我们进一
步认为，治淮工程的参与者不计其数，人们不仅没有把治淮视为一项社会运动，更缺少对参与治淮工程之
个体的关注，使治淮研究缺少人文关怀。治淮的前三十年，伴随着政治上的风风雨雨，许多治淮人、尤其
1 ）	纪冰：《成效显著，任重道远—浅谈安徽治淮60年》，《治淮》2010年第10期。
2 ）	据新华网消息，总投资55亿余元的淮河干流蚌埠至浮山段行洪区调整和建设工程，于2013年11月 8 日正式开工建设。见
蔡敏:《中国新一轮治淮工程全面铺开》，http://news.xinhuanet.com/local/2013-11/08/c_118065919.htm。
3 ） 2015年 3 月两会期间，国务院副总理汪洋曾坦言，“任职安徽时，治淮之路是错误的，恢复淮河生态确实是安徽的‘心
头大患’”。见俞宝强：《汪洋称当年任职安徽时治淮之路是错误的》，http://news.sohu.com/20150305/n409384303.
shtml。
4 ）	王光宇：《安徽治淮的回顾与思考》，《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 9 期。
5 ）	葛玲：《新中国成立初期皖西北地区治淮运动的初步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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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治淮人，不仅遭遇体力消耗，也要遭受精神折磨。大学毕业即投入治淮工程的郑世莘便
是众多治淮人之一。6）本文通过考察郑世莘的一生命运，或可使人了解一位治淮人所遭遇的艰难困苦与命运
转折，透视治淮工程理念的变迁轨迹。
一、参与治淮工程（1951.10-1957.10）
　　1951年 7 月，就读上海交通大学土木系、处在毕业阶段的郑世莘进入郑州市建设局，任实习生两月，
随后毕业。7）10月，他被分配到阜阳专署治淮工程指挥部，任技术员。次年冬，他参加西淝河下段的疏浚工
程。1952年春，郑世莘又参加了赵沟、柴河、焦岗湖三闸的钢闸门设计，并在上海联系闸门制造事宜。这
年夏天，郑世莘陪同上海闸门制造商携带设备，到赵沟等三闸进行安装。同年秋，郑世莘重回治淮工程指
挥部，先后在工程处和农水科工作，主要负责处理文件等行政工作，并参加了芦桥、魏沟、王家坝8）三闸
的闸门设计和安装工作。1954年 3 月，郑世莘向阜阳专署治淮工程指挥部党支部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并
获得组织通过，还未办理手续时，他就被调入新成立的阜阳专署水利工程处，随之，因肃反、反右等一系
列政治运动，他的入党问题一直到文革结束也没有解决。9）
　　郑世莘调入水利工程处后，先后任工程计划股副股长、股长，主要工作是搞重点调查、干部培训、典
型试验以及和各县的联系上，行政事务占据了大部分时间。1956年初，郑世莘希望能够摆脱一般行政工作，
要求重回治淮工程第一线，得到批准。他随即参加了亳县油河闸、太和柳春沟闸及泥黑河电灌站（后未施
工）等工程的方案研究及部分设计工作。同年 5 月，因为工作积极，郑世莘被评为阜阳专署水利系统三等
水利模范。10）1957年10月，反右运动波及治淮系统，郑世莘开始遭遇厄运。
　　从1951年10月参加工作，到1957年10月的六年时间里，年轻的郑世莘，思想单纯，充满热情，听从党
的安排，服从工作需要。他在亲眼目睹水旱灾害之下淮河人民生活的苦难后，加深了作为水利工程工作者
的责任感，积极工作，这也许是那些刚刚跨入新时代的知识分子的共同出发点。
6 ）	郑世莘，男，福建闽侯人，1931年出生，1951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土木系，随后分配至阜阳专区治淮指挥部，历任
技术员、工程股副股长、股长、阜阳水电局勘测设计室副主任、阜阳市水务局副局长等职。笔者之一的孙玉杰爱好地
方文献与民间档案的收藏，曾在阜阳市某旧书店“淘”到一份郑世莘的个人档案（以下简称郑档），记录了其自1951年
至1980年的基本情况。本文即以郑档为基础展开。需要说明的是，该档是郑世莘申请评定工程师职称时的材料，其右
派挨整和在文革时的苦难经历多被隐蔽，尽是正面材料；经与郑的同事与家人核对，郑档真实；同时，利用民间资料
和访谈资料开展共和国史研究也是我们的初步尝试。
7 ）	据郑世莘同事、曾任阜阳水务局局长的庄永胜（时年81岁）告知，郑世莘在实习阶段就留在了治淮工程，一同留下来
的还有一批交大的应届生，后来“算作毕业”（据“庄永胜谈话”，2015年 6 月26日刘平电话采访）。另据郑世莘校友、
同事王仲元称，王是1952年夏季交大土木系毕业的，应该拿的是交大文凭，此前的实习期就来到治淮工程。当年，因
为全国院系调整，交大土木系并入同济大学，稍后，郑世莘拿到补发的毕业证书，是同济大学的（“王仲元谈话”，2015
年 7 月10日刘平访谈于阜阳）。
8 ）	王家坝地处淮河上、中游结合部，在淮河水利工程占据重要地位，更因国家领导人的多次视察而闻名。参见纪冰：《安
徽水利60年发展成就及展望》，载《江淮水利科技》2009年第 6 期。
9 ）	《入党申请》1979年 1 月11日，见郑档。
10）	《个人和家庭简表》1980年 9 月24日，见郑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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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戴帽”与“摘帽”生涯（1957.11-1966.5）
　1956年，因为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否定斯大林，国际共运出现大波动，先后出现波兰、匈牙利事件，
国内一些地区也出现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与农民退社等情况。毛泽东为了应对，于1957年 2 月在扩大的
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随后又发起整风运动，紧接着发动了
令知识分子心惊胆战而不知结局死活的反右派斗争。只是数十年之后，人们才认识到这场“阳谋”的不简
单。
　　1957年10月，郑世莘被打成右派分子，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在强调出身和成分的那个年代，郑世莘
的家庭成分不好，尽管他先后多次就父亲和自己的家庭出身做出过说明，单位也多次外调过，11）但这一事情
就像一道魔障魇压在他的身上。1954年 3 月，组织已经通过郑世莘的入党申请，但还是因为当时政治形势
与家庭出身的影响，他的入党问题被耽搁下来。而且，在后来的很长时间里，因为其父亲的历史问题和自
己家庭成分等问题，组织上始终未有明确的结论12）；二是在“整风”鸣放期间，郑世莘出于对党的热爱与信
赖，对有关领导与工作上的一些问题提出了意见。13）后者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件事情上。
　　 1 、在1957年的鸣放会议上，郑世莘回忆说，1956年夏，单位领导派自己和专署穆股长同去合肥，选
择建造专署大楼的图纸，后来专署领导将建筑面积及规模一再扩大（由原先设计的1000多平方公尺增加到
2800多平方公尺；原先设计的两层楼，后来变为三层，中间部分四层。当时，郑世莘就发表不同意见，认
为太大。当年阜阳专区在汛期遭受水灾，大楼建成后，有些干部上楼乘风纳凉，登高望远，心满意得，这
一情景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在次年鸣放会议上，郑世莘画了一幅以专区大楼为背景的漫画，题目是《高高
在上》，并题句曰：“从云上（到）大楼顶—领导，冷眉仰脸，手挥纸扇，口吐烟圈”，其形象与楼下大水
中向楼顶伸手求救的妇女和儿童形成强烈对照。他的这幅漫画后来被定性为挑拨政府与群众的关系，污蔑
党和政府对群众疾苦熟视无睹。
　　 2 、在1957年 6 月 9 日的鸣放会上，郑世莘还就工程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14）他认为，在研究工程问
11）	《给治淮指挥部工务科党支部的报告》（1954年）、《给党务科支部委员会》、《在干校期间上海来人了解的材料》（1969
年）、《上海来人了解时所写的材料》（1972年）、《报告》（1973年12月22日）等，见郑档。
12）	《报告》1973年12月31日。见郑档。在这份报告中，郑世莘就自己父亲的成份问题和家庭出身做了说明，“（父亲）为职
员，经过肃反、反右等历次运动，组织上均未提出问题，……文革期间的1968年 8 月份，上海冶金工业局设计院（郑
父工作单位）对他进行隔离审查，并抄家，于1970年 1 月份，结束隔离回到家中，当时工宣队负责人庄阿宝口头宣布
‘性质为人民内部矛盾，严重政历’”。但是，到1973年 7 月，“设计院通知他去办理领取抄家物款手续，并让他看冶金
工业局批复设计院的一个文件（落款是上海冶金工业局1972年 6 月 2 日），并要他签字，‘定为一般剥削经历’”。关于
郑世莘自己的成份问题，在1951年参加工作时，城市尚未划成份，因为父亲在私营闸北水电公司任副总工程师，并担
任资方代理人，郑填写为“资产阶级”。1952年，父亲进入国家机关后，填写各种表时，郑改为“职员”。1962年，郑
世莘甚至要求组织对自己的家庭出身进行审查。他在1973年 9 月，甚至就父亲的成份问题专门到上海冶金工业局运动
组咨询，答复为：‘（其父亲）在历史上任过伪职，并为资本家效劳，‘定为一般剥削经历’，并口头对郑世莘说，其父
亲的生活来源，主要依靠工资，还是从事技术工作，成份仍为职员。”
13）	《对郑世莘同志问题的复查结论》，1962年 9 月26日。见郑档。
14） 1957年的整风―反右，有一个递进的过程。毛泽东的几步棋子已经为人所知，这里介绍一下中央书记处的具体布置。
4 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4 月11日晚，邓小平和陆定一、陈
伯达、康生谈话称：“我赞成放，放得尽些，才能让各阶级都出来表现。”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胡乔木撰写了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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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时，领导征求技干意见，一种是领导先征求技干意见，一种是领导先提出意见，后者有了框架，就不好
改变领导意图，工程上的意见就会受到限制。他从一个水利工程技术人员的专业角度，论述了相关工程问
题的基本常识，却在后来被定性为反对党的领导。
　　 3 、郑世莘在1957年 6 月12日的鸣放会上提出：“领导在肃反中主观，不根据材料，对有些同志开展斗
争，领导应用什么方法去解决？特别是有些知识分子，伤了他们的自尊心。领导虽找了同志们谈话，征求
意见，但如何使这个阴影去掉，使同志们工作起来能愉快。有的运动假借党组名义，又用恐吓的办法。如
闫股长对刘耀晶说：‘你是一定参加了三青团，若不承认，和朱味青一样蹲招待所’。”就肃反工作中存在的
问题提出意见，肯定是郑世莘内心感受的外露，因为自从参加工作以来，家庭出身和父亲的历史问题，15）反
反复复地要交待，单位甚至到上海和福建去外调。16）更有甚者，连自己的同学17）和爱人的家庭18）也要三番五
次地交代说明，这些都给年轻的郑世莘的内心带来无名的压力。
　　 4 、在1957年的鸣放会议上，郑世莘还就工会工作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水利局工会的大多数会员因为
对主席陈芝庄有意见，迫切要求改选工会，上届工会委员会研究候选人名单时（郑是委员之一），郑世莘
说：“工会是群众性组织，目前群众又急于要求改选，候选人可不经过党支部审查”，这一言论后来被定性
为反对党的领导。
　　郑世莘被打成右派后，受到“一开三降”的处分（开除团籍，降职、降级和降薪），但是，仍然保留公
职的他继续参与了治淮工作。1957年冬，治淮委秘书长张祚荫来阜阳治淮指挥部检查工作，在一次有关负
责人的会议上谈到建排灌站问题，他要求阜阳专署领导提出建站项目、经费和机器数字。阜阳专署领导拿
出方案时，郑世莘认为要的多了，并对阜阳专署领导说：“锅驼机不易安装，不好使，要的数字大了。”阜
阳专署领导不仅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并叫他不要在会场提出这个困难。在随后的继续鸣放会上，郑世莘以
此为例，说阜阳专署领导“钱心重，见钱不放”，后来被定性为污蔑领导。
　　从其“鸣放”的语言来看，年轻的郑世莘不仅具有专业精神，而且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关心政治和自
己所从事的工作，其目的是爱护党的荣誉和威信。可惜，此时党的目的是让“毒草”长出，然后一一除掉。
这样，年仅26岁的郑世莘难逃罗网，被定为右派分子，给予“一开三降”（开除团籍、降职、降级和降薪）
的处分。
　　郑世莘被定为右派分子后，并没有一下子就遭遇绝境—或许，根据目前所存郑档信息来看，他是在
20多年后因为重新申请入党填写履历时，没有把他当时的内心绝望写下来。反之，我们看到的是，这时的
他，虽然遭遇“一开三降”，但毕竟没有遭遇“开除公职”、“劳动改造”之类，而是开始有时间坐下来搞自
社论《为甚么要整风？》。 5 月 4 日，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重组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缺点展开批评》的指示，为
“引蛇出洞”挖设陷阱。 6 月 6 日，中央书记处又发出《关于抓紧时间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 6 月 8 日，中共中
央下达内部文件《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刊出毛泽东撰写的社论《这是为
什么?》）。郑世莘这类工作于基层的知识分子哪里知道这些内幕，一心响应号召行事，不料“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大
网已经撒下（1957年 6 月 9 日、12日，郑世莘所在单位的鸣放会还在进行中）。
15）	《报告》1973年12月31日。见郑档。
16）	《个人履历表》，1964年 8 月，在该表“何时何地经过何部门审查？结论如何？”一栏中，郑填写的是“1955年肃反时，
阜阳专署水电局经过审查”。见郑档。
17）	《在干校期间上海来人了解的材料》（1969年）。见郑档。
18）	《个人履历表》，1980年 9 月 4 日。见郑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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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设计工作。他没有忘记自己作为一个水利工程技术人员的责任和使命。从1958年至1962年，郑世莘在
阜阳水利局规划设计股工作，先后参加了亳县赵王河、亳县大寺涡河闸、阜阳船闸闸门的修改设计工作，
并先后和王仲元、李世清共同编写了《河闸设计》、《小型船闸》两本著作，后者在1960年由水利出版社出
版。郑世莘还向领导提出了在阜阳船闸闸门底部加装滚轮等合理化建议，并被采用。
　　1957年11月至1962年 9 月的近五年时间，是年轻的郑世莘在政治上遭遇挫折、心理受到严重压抑和苦
闷的时期，也是郑世莘在技术上受到锻炼、不断成长的时期。郑世莘开始认识到，自己过去对事物的复杂
性认识不足，单凭一个人的工作热情不能把工作办好，没有业务专长的进步，更不能把工作做好。由于离
开了过去繁琐的事务工作，他得以有时间学习和钻研新技术，为后来在业务上取得较大成就奠定了基础。
1962年 9 月，郑世莘被摘掉右派帽子，19）但在此后较长的时间里，他在政治上仍然处于挨整的阶段。即便如
此，郑世莘没有对党失望、疏远，更没有淡漠对水利事业的关心，而是以一个治淮技术人员的热情，经常
向领导提出工作上的建议，反映工作中的真实情况，以便领导和组织上能够做出科学决策。
　　作为水利工程事业所需要的实用型技术人员，党也没有抛弃郑世莘。1963年，阜阳水电局成立勘测设
计室，郑世莘是水工组成员之一，先后参与了苏沟闸、涡阳船闸闸门的设计工作，还到颍上三道河电力排
灌站现场进行设计和施工。1964年 7 月，他被任命为勘测设计室副主任。20）
　　这一时期，郑世莘的人生大致分为打为右派与摘掉右派帽子的两个阶段。可以说，无论是带着右派帽
子，还是摘掉帽子，他心里都没有对党产生过怀疑和疏远，而且从其自身的感受认识到，他所在单位的党
组织对待技术干部、对待技术工作是有宽容的，他也得以在这种相对宽松的环境中继续提出工程技术方面
的意见，并在技术职务上得到晋升。
三、文革十年，埋头苦干（1966.6-1976.6）
　　1966年文革开始后，不仅单位的工作处于半停顿状态，郑世莘个人也受到冲击，被免去勘测设计室副
主任的职务，他的工作也在“或有或无”中进行，但郑世莘自己觉得，应该继续工作，只要领导安排，就
绝不含糊。1967年，经过自己努力争取，他参加了阜阳两河口排灌站的设计工作。当时，在土方工程已经
开工的情况下，设计小组接受工地同志提出的建议，对站房布置的原设计方案作了较大更改，并且在短时
间内，郑世莘与小组同事共同参考了有关资料，作出了在弹性地基上建立双层三跨框架的方案，满足了施
工的需要。同年夏，郑世莘主动要求到颍上三道河站参加机泵检修，并和安装工人研究加长轮流泵传动轴
的可能性分析，并得到科学的论证，保障了安装精度。
　　1968年夏，郑世莘到凤台参加防汛，看到东风湖排灌站受淹，站房倒塌，排涝工作受到影响，他感到
有责任解决这一问题，甚至在当年冬天至次年春被安排进入干校搞清队、整党及干部下放时（他并非党员，
也许是党组织当时有意这样安排的，让他接受教育），他还在不断考虑如何解决东风湖排灌站复建的问题，
他对传动轴加长后在设计、加工、运输、安装等方面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周密分析，并征求过制造和安
装方面的技术员和工人的意见，形成这样一种看法—应当采用加长水泵轴以解决高水位不拆电机的问
19）	《对郑世莘同志问题的复查结论》1962年 9 月26日。见郑档。
20）	《干部简历表》1964年 7 月19日。见郑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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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1969年 4 月，经过考虑，郑世莘正式向领导提出上述意见。他甚至认为，这一方法是解决阜阳地区大
多数抽水站所存在问题的有效途径。
　　当时，郑世莘的意见遭到同事们的反对，他们认为水泵轴加长后会出问题，上海水泵厂也不予支持，
因为国家在水泵样本上对轴长有硬性规定。后来，领导批准先进行试验，如果成功，可以安排另外安装六
台。经过各方努力，东风湖排灌站试装了一台，水泵轴长由原来的3.46m加接5.7m，总长为9.16m，结果
运营良好。随后，这一改造经验推广到颍上长村排灌站（两台300kw 水泵，原来轴长5.67m,接长3.5m，
总长9.17m）、太和小兴集排灌站（两台55kw水泵，原来轴长 6 m，加长 2 m，总长 8 m）。这五台加长的
水泵，均由郑世莘和同事设计出图纸，省内自行加工。至1970年，这种改进型水泵先后经过阜阳专署水科
所、水利局领导以及有关部门的观测和检验，运营良好，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但为时不久，郑
世莘又被调到局里宣传队工作。
　　技术良好的郑世莘，还善于把从实践中的经验提炼成理论。根据东风湖排灌站等处实践经验，他在
1970年夏秋间写成《加长水泵传动轴的应用》一文。同年冬天，在安徽省科技展览会上，郑世莘的文章和
有关资料列为展出项目，后来还送到北京展出。在北京展出期间，《农机情报资料》1971年第 3 期登载了介
绍加长水泵传动轴的文章，扩大了阜阳专署水利工程建设技术的影响。上海水泵厂也于1973年改变了原来
对 ZLB-70型水泵轴长不得超过 6 m的规定，绘出图纸可以加长到 9 m。
　　1971年冬，郑世莘结束了一年的宣传队工作，勘测设计室党支部决定由郑世莘负责曹台子退水闸的设
计工作。承担曹台子退水闸这样大规模的工程，已经40岁的郑世莘还是第一次。他和设计小组在短短三个
月时间内，设计出这样一套方案：一闸三站，一条排涝沟及配套工程。最终设计落实后，汛期观测到的降
压效果与实验设计十分吻合。
　　1972年冬至1973年夏，郑世莘参加了亳县大寺涡河闸的续建工程设计。1974年 4 月，郑世莘恢复了设
计室副主任的职务。21）1976年 6 月，局领导把茨河铺枢纽工程的设计之事交给郑世莘。尽管任务繁重，但郑
世莘的心情是愉快的，因为时隔不久，中国政局发生粉碎“四人帮”一幕，整个中国似乎精神为之一震，
郑世莘和同事们干劲十足，在一年内完成了任务，并在该项工程设计中解决了好几个影响工程的关键问题，
不仅节约10多万人民币，而且在安徽省内推广了相关技术。郑世莘认真总结经验，写出《滑模施工在水利
建筑物上的应用》一文，从设计角度说明滑模施工在水利建筑工程施工时应该注意和解决的一些问题，并
发表在《安徽省水利科技杂志》上。
　　文革十年，政治局势复杂多变，郑世莘经手的各项工作都完成得不错，但在他的心里仍然留下了创伤，
尽管我们现在无从了解其除了被免去勘测设计室副主任一职外所经历的其他折磨与阴影。22）但是，由于多
年接受党的教育，加上自己全身心投入工作，即使是在国家经济建设受到严重干扰和扭曲时，郑世莘仍然
21）	郑世莘，1964年 6 月任设计室副主任，1966年文革开始后，被免职。《干部简历表》1964年 7 月19日；《工程人员晋级
表》1979年 2 月26日。见郑档。
22）	在郑档中，郑世莘抄录了1980年 8 月20日中央重新公布的原《政务院关于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特别抄录了关于“知
识分子”部分的内容。本文数度提到郑世莘在反右、文革等时期的内心阴影，在郑档中没有直接表露，但在他太太在
2015年12月在浦东机场登机回美之前借别人的手机与我通话的情形来看，她本人至今仍然充满恐惧和担忧。我曾经请
郑世莘生前关系最好的同事王仲元先生等人与郑太太联系，希望把我们的这篇文章发给她过目，但最终只是得到这一
除了确认郑世莘被打成“右派”的原因等情节外，她至今没有进一步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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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党是信任自己的，家庭成分等问题最终会得到解决。
四、新生与晚年（1976.10-1997）
　　1976年文革结束时，已经45岁的郑世莘，迎来了新生岁月。1979年 1 月，郑世莘第二次向党组织递交
了入党申请书23），不久即获得党组织的批准。同年 3 月，郑世莘被评为省农业科技战线先进个人，并代表阜
阳专署水利系统出席安徽省农业科技大会。1980年 9 月24日，郑世莘因为申报职称，在填表时，他已担任
阜阳水利局副局长的职务。24）同年，郑世莘申报工程师职称成功。25）获得新生的郑世莘不仅事业顺遂，而且
家庭幸福—爱人徐树屏，也是大学文凭，在阜阳技工学校任教师，技术级别12级。更令郑世莘感到满意
和欣慰的是，他的四个孩子都非常优秀，特别是大儿子于1979年考入北京大学。26）后来，其他三个孩子也相
继考入大学，并出国留学，后来都留在国外工作和生活。27）
　　按照国家退休政策，1991年 3 月，60岁的郑世莘从自己热爱的水利战线退休，开始享受自己的晚年生
活。郑世莘的晚年生活是在快乐与失落中度过的，快乐的是他生活稳定而安逸，四个孩子都在国外工作和
生活，而且取得一定成就；失落的是自己逐渐年迈，行动不便，甚至连出门拿子女的来信都是一件艰难而
痛苦的事情。28）尤其是在1996年被检查出患有直肠癌后，病痛开始折磨这位治淮老人。不久，癌细胞转移到
肝部。1997年，郑世莘去世，享年67岁。
　　郑世莘应该感到欣慰的是，在去世后，还有人记得他，包括渴望了解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之真相
的我们—历史不会忘记那些为治淮工程做出贡献的人的！今天，淮河儿女仍然记得郑世莘（活在各种史
料之中），包括他在他人新闻故事里晃动的身影。29）
余 音
　　回顾建国后的治淮历程，正如王光宇所说：“60年治淮的伟大成就，令人振奋，信心倍增。但是，绝不
可能就此满足起来。我们要坚持用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来统领治淮工作，科学分析治
23）	《入党申请》1979年 1 月11日。见郑档。
24）	《个人和家庭简表》1980年 9 月24日。见郑档。
25）	我们采访王仲元时，王说，郑世莘没有晋级高级工程师，不是能力问题，而是郑所在的市水利局属于行政单位，不评
高级。据“王仲元谈话”，2015年 7 月10日刘平访谈于阜阳。
26）	《个人和家庭简表》1980年 9 月24日。见郑档。
27） “庄永胜谈话”，2015年 6 月26日刘平电话采访。据庄永胜告知，郑世莘四个子女中，老二是女儿，后来嫁给一位德国
人，现在德国居住，其他三个儿子都在美国（老大在旧金山）、加拿大工作生活。
28）	有一篇报道写到，吕合贞退休后，每天都安排得满满当当，其中一件事是帮院内行动不便的老人拿报、送报，她看到
郑世莘每天跑去等信的辛苦，便“主动承担了替老人拿信的任务，一天两趟，这一拿就拿了 5 年”（马静：《小小卡片
暖人心》，载《阜阳日报》2010年 5 月15日）。据庄永胜告知，郑世莘的太太今年约80出头，仍然健在，在美国随儿子
生活。在郑世莘1997年去世那一年，应该是60多岁，不至于总是麻烦这位也已退休的吕合贞。参见“庄永胜谈话”，2015
年 6 月26日刘平电话采访。
29）	马静：《小小卡片暖人心》，《阜阳日报》2010年 5 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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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中存在的问题，继续在‘根治’上下功夫”，“总的来说，治淮是在曲折中不断取得进展”。30）建国后的三
十年，艰难曲折，包括郑世莘在内的治淮人的命运也随之跌宕起伏。治淮人的命运与治淮工程运行的轨迹
基本一致，大抵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一）1950年至1957年：大规模治淮时期。其间，沿淮各省区为治淮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特别是阜
阳专署所属地区，“当年（1950）冬季动员民工17.85万，1951年春动员民工57.7万，投入治淮工程”	，31） 
“实施山区修水库、沿淮修筑淮河大堤和主要提防以及涵闸工程建设，……初步形成了蓄泄兼筹的淮河中游
防洪工程体系”。32）这一时期的郑世莘也积极参与其中，对治淮工程充满了“激情与速度”，“而政治荣誉超
过工程本身成为参与者的重要追求之后，工程本身的水利价值却在慢慢淡化”。33）作为一名水利工程技术人
员的郑世莘，并不了解原本是水利工程的治淮工作，已经变成了政治工程，当他用水利工程技术人员的视
界来看待它，在政治上被打成右派也就不奇怪了。34）
　　（二）1958年至1977年：在艰难曲折中发展。1958年，治淮委被撤销，治淮工程进入了沿淮四省各自为
政的时期，各省之间，为了自己的利益，矛盾不断。35）文革时期，安徽治淮更是在艰难曲折中发展，甚至下
放到沿淮地区的知识青年，也以不同方式投入到治淮的洪流之中，至今还让他们念念不忘。36）正是在政治性
的狂飙与漩涡中，郑世莘开始了他的“戴帽”、“摘帽”与文革十年的治淮生涯，其一生中的黄金岁月就在
这治淮浪潮与政治浪潮的交织中度过。
　　（三）1978年以后：治淮新时期，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存在许多值得反思的问题。新时期的安徽
治淮取得了“巨大成就”，“建成以临淮岗洪水控制工程为代表的治淮142项骨干工程，治淮工程累计完成投
资220亿元”。37）但在投入巨额资金、完成142项骨干工程后，淮河流域，特别是安徽段，每年汛期为什么仍
然会发生大的洪水灾害呢？38）更为严重的是淮河流域的水污染问题。39）治淮工程如同郑世莘的一生一样，
30）	王光宇：《安徽治淮的回顾与思考》，《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 9 期。
31）	王光宇:《安徽治淮的回顾与思考》，《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 9 期。
32）	纪冰：《安徽水利60年发展成就及展望》，《江淮水利科技》2009年第 6 期。
33）	葛玲：《新中国成立初期皖西北地区治淮运动的初步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 4 期。
34）	治淮人中的右派分子应该是治淮研究应该关注的问题。治淮人被打成右派，郑世莘仅是其中之一。亳县的修功君也因
为给治淮工程提意见而被打成右派。亳县1956年修建的涡河大木桥，次年汛期即被大水冲走（《亳州志》黄山书社，1996
年，第218页）。在1957年鸣放时期，修以《人民大桥坑人民》为题，写大字报云：“涡河大桥的好，可惜质量太糟糕。
姚工程师，你的设计很好，六亿人民币呀何处去了？建设科的同志你可知晓？拿人民的财产你们开玩笑，这是罪恶一
条”，被定性为大肆污蔑我们的建设成就（见《对修功君右派问题的改正结论》1963年 4 月26日，修功君老先生提供）。
水利人―治淮人被打成右派，最典型的是黄万里先生。见赵诚 ：《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长江文艺
出版社，2004年。
35）	其中安徽亳县与河南商丘之间的矛盾就是明显的例子，《商丘阜阳地委关于边界水利问题处理意见》（1964年 5 月）有
详细记载，见《亳州志》，黄山书社，1996年，第153页。
36） 1970年 7 月下放到亳县的上海知青吴家治，每当提起自己在1975年创作的《治淮进行曲》（1976年收入《治淮新歌》一
书），还激动不已。见甄红艳：《上海知青回亳“致青春”》，《亳州新报》2015年 5 月19日。
37）	纪冰：《安徽水利60年发展成就及展望》，《江淮水利科技》2009年第 6 期。
38）	参见赵承：《温家宝巡视王家坝：毫不松懈地做好淮河防汛工作》，《人民日报》2010年 7 月26日。
39）	参见刘炳路：《曾培炎安徽探清浊，十年治理再论喜与忧》，《新京报》2004年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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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需要人们认真的反思，尤其是今天的治淮工程仍然是作为政治工程一部分的时候。40）
　　上述三个阶段，照射在郑世莘的身上，留下了稀疏散乱的影子。
　　如何实现国家与个人、特别是国家与知识分子之间的良性循环，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话题，更
值得我们加以深刻思考。41）从郑世莘的坎坷经历中可以看出，中国社会正在从一个非理性时代，逐渐进入一
个相对平稳的时代，治淮工程的理念自然也将随着社会变迁而走上理性的治理之路。
　　（本文的后续修订完善，得到阜阳师院梁家贵教授、郭从杰副教授、阜阳市水务局办公室徐超主任以及
郑世莘的妻子徐树屏、生前同事与好友庄永胜局长、王仲元先生的帮助，我们在此表示诚挚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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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手：《人有病，天知否》，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以及《故国人民有所思》，三联书店，2013年；杨奎松：《忍不
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增订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

